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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團隊發生失誤的前因和結果，以團隊知識基礎觀點來探討團隊

熟悉性的相關構面和團隊失誤間之關係，並檢視團隊失誤對團隊績效的影響。

本文調查團隊運動中發生的失誤，並以中華職棒 30 年的例行賽紀錄進行實證。

研究結果顯示，團隊成員間共享的團隊經驗及團隊組成的穩定性對團隊失誤有

顯著負向影響；團隊失誤對團隊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團隊領導者的領導經驗、

成員共享的團隊經驗，及團隊組成穩定性對於團隊績效間的關係中，團隊失誤

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本研究認為，團隊熟悉性是一個多構面構念，它闡明了

團隊熟悉性和團隊內隱協調不佳之間的關係，並透過實證結果擴展我們對團隊

失誤的理解，本文最後亦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相關理論與實務意涵。 
 

關鍵詞：團隊熟悉性、團隊失誤、團隊績效、團隊運動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rrors in teams with 

team knowledge-based view.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team familiarity including team leadership experience, shared team experience, and 

team stability, and team errors and the effect of team errors on team performance. 

Longitudinal data from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teams from 1990 to 

2019 i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hared team 

experience and team composition stabilit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eam 

errors and that team error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eam performance. 

Moreover, team errors have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leadership experience, shared team experience, team stability and tea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eam familiarity is a multifaceted construct. 

The findings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familiarity and team implicit 

coordination and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eam error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Keywords: Team Familiarity, Team Errors, Team Performance, Team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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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組織失誤(organizational errors)是指組織朝向特定目標的過程中，發生非刻

意的或原本可避免的偏離狀況，並可能導致組織原本可避免的實際或潛在的負

面後果(Zhao & Olivera, 2006; Sieweke & Zhao, 2015; Lei et al., 2016)。失誤有時

會使組織付出昂貴的代價，損害組織的安全、可靠性，以及生產力，例如，醫

療場域的醫療疏失，便經常造成生命財產上的損害，也連帶使組織的信譽受損

(Goodman et al., 2011)。因此，許多組織常耗費大量資源與努力以避免失誤，或

從失敗中學習(Weinzimmer & Esken, 2017)。由於當代許多組織裡高度複雜的工

作經常以團隊為基本單位來完成(Katz, 2001)，因此，本研究聚焦於團隊層次失

誤的探討(Sasou & Reason, 1999; Lei et al., 2016)，試圖檢視影響團隊失誤的前因

及其後果。 

現有組織失誤的研究中，多半是探討組織中個人層次的失誤(Lei et al., 

2016)，尤其是有關避免失誤的訓練、個人失誤事件、個人特質或專業背景差異，

與個人失誤之間的關係(Keith & Frese, 2008; Frese & Keith, 2015)。很少有研究檢

視，當任務需要整合團隊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的投入才得以完成的情況下，發生

在團隊或群體層次的失誤(Sasou & Reason, 1999; Bell & Kozlowski, 2011)。然而，

協調是團隊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團隊失誤的發生可說是團隊協調(team 

coordination)不足所致(Chang & Mark, 2011; Edmondson & Lei, 2014)。團隊失誤

指的是團隊成員進行協作與相互依賴的工作時所發生的失誤(Bell & Kozlowski, 

2011)，尤其在相互依賴的任務中，團隊失誤會嚴重影響組織績效，本研究聚焦

於團隊層次失誤的探討，以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缺口。 

本研究依據團隊知識基礎(team knowledge-based)觀點來檢視影響團隊失誤

發生的可能前因。團隊知識基礎觀點主張，團隊認知的過程，例如狀況評估和

協調，都依賴於團隊知識，而有效團隊所擁有的知識通常被稱為共享知識，也

被稱為團隊心智模式(team mental model)(Cannon-Bowers et al., 1993; Cooke et 

al., 2000; Mohammed & Dumville, 2001; Rico et al., 2008)。其中，團隊熟悉性(team 

familiarity)是形成準確／統一的團隊心智模式的基礎(Espinosa et al., 2007)，在本

研究中，我們將團隊發生的失誤視為團隊內隱協調不足的代理變數 (proxy 

variable)，是團隊熟悉性的結果。由於傳統的組織協調研究主要著重於正式的、

外顯的協調機制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並聚焦在協調對組織或團隊績效的正向影

響(如，Gittell, 2002; Faraj & Xiao, 2006)。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不僅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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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團隊熟悉性對於團隊失誤的影響，並進一步檢視團隊失誤與團隊績效的負向

關聯，以擴展既有的組織協調的研究。 

我們認為，團隊的內隱協調主要源自組織非正式的協調機制，團隊成員之

間的熟悉性是影響團隊失誤的主要關鍵，然而卻很少有文獻將二者聯繫起來並

提供實證上的證據。部分文獻主要著重在成員間的熟悉性與團隊績效之間的關

係(如，Balkundi & Harrison, 2006; Espinosa et al., 2007; Dalal et al., 2017 等)。它

們往往假定團隊熟悉性自然伴隨團隊協調的提升，進而改善團隊績效，卻很少

驗證團隊熟悉性與團隊協調二者間的直接關係，因此本研究試圖填補此一研究

缺口。我們認為，團隊成員間的熟悉性會對團隊失誤產生直接影響，進而影響

團隊績效。本文中我們以團隊組成與團隊知識的對應關係，從三個面向來檢視

影響團隊失誤的前因，分別為團隊領導者帶領團隊的時間、團隊成員間共享的

團隊經驗，以及團隊組成的穩定性，我們認為，這三個面向是形成團隊心智模

式準確性(accuracy)的基礎，而團隊心智模式的準確性會影響團隊效能(Cooke et 

al., 2000; Fisher et al., 2012)。 

首先，在團隊領導(team leadership)方面，團隊領導者是團隊協調很重要的

組織者，領導者的基本任務之一是藉由制定規則和計劃，以協調和整合團隊成

員相互依賴的工作(Hawkins & Tolzin, 2002; Morgeson et al., 2010)。團隊領導經

驗是團隊熟悉性的重要組成之一，影響團隊運作在協調上所有需要整合的條件，

為團隊心智模式建立了框架(Shamir, 2011)。隨著團隊領導經驗的增加，其在協

調成員間相互依賴性的活動上也會做得更好。其次，團隊成員之間的熟悉性會

促進他們願意表達與調和相互矛盾的觀點，並在必要時匯集與團隊績效相關的

獨特信息(Gruenfeld et al., 1996)。換言之，增加由彼此熟悉的團隊所進行的群體

資訊處理，可以使個體更好地了解他們的任務安排(Rico et al., 2008)，減少團隊

失誤發生的機率。第三，團隊任務往往是由團隊中擔任不同角色或不同專業背

景的成員共同完成，由於任何個人的異動都可能改變整體團隊知識(Cooke et al., 

2000)，因此團隊組成須有足夠的穩定性，以使團隊成員能夠學習如何一起工

作，以及結合成員各自的努力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Berman et al., 2002)，提高

團隊在協調上的效能。依此，本研究將對上述論點進行析論並提供實證上的證

據。 

實證上，我們運用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簡稱中職)各球隊的歷史資料來測試

假設。棒球比賽是檢視團隊協調的理想情境，因為它是一項團隊成員間高度相

互依賴的運動 (Hawkins & Tolzin, 2002; Smart & Wolfe, 2003; Fo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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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2009; Chang, 2011)。尤其在守備過程中，每一個出局數都須由球員

間的協調運作來完成，且球員們共同承擔失誤的後果。此外，棒球規則中對於

「失誤」的認定並不會因不同團隊及不同的時點而有所差異，這確保了資料的

可靠性，使我們能在團隊層次上檢視每場比賽中失誤發生的次數(Wolfe et al., 

2005)。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幾個面向上推展了既有的研究。第一，本研究聚焦於

影響團隊失誤發生的前因。儘管過去已有廣泛的研究針對組織失誤進行探討，

但針對團隊層次失誤發生因素的研究仍舊有限(如，Frese & Keith, 2015; Lei et al., 

2016)。團隊失誤與個人失誤在組織失誤中屬於不同類別，團隊失誤可能受到個

體的人際互動過程所影響，本研究可以補充先前著重在因個體屬性所發生的個

體層次失誤的相關研究。第二，既有的研究聚焦於熟悉性或協調直接影響績效

的探討(如，Balkundi & Harrison, 2006; Espinosa et al., 2007; Dalal et al., 2017)，

但熟悉性或協調之間的聯繫卻少有實證支持，本研究提供了實證上的證據。第

三，本研究擴展了團隊協調相關的研究(Rico et al., 2008; Blickensderfer et al., 

2010; Fisher et al., 2012)。尤其，當團隊成員已習於一同工作，便會較大程度地

依賴內隱協調機制來整合成員各自的努力以朝向共同的目標，本研究提供相關

實證基礎。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 

一、失誤 

組織的運作有時會發生失誤，「失誤」是指原本可以避免卻意外偏離期望的

狀態，可能導致組織的運作承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後果(Bell & Kozlowski, 2011; 

Goodman et al., 2011; Frese & Keith, 2015)。組織裡發生失誤經常與組織的協調

性有關，但一般來說良好的組織協調不易觀測，協調不佳的情形則容易被察覺。

例如旅館漏了旅客預訂的客房而重複銷售或餐廳裡服務人員上菜錯誤，這些通

常是協調上的失誤或協調不佳(Malone & Crowston, 1990)。對於需要快速反應的

組織或團隊而言，成員因經常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判斷，發生協調上的失

誤便可能產生嚴重後果。本研究以團隊運動的行動失誤作為探討對象，因為在

團隊運動比賽的過程中，所有球員皆須高度專注於比賽的過程，並對高速變動

的場上變化做出立即反應，這些反應包含對所屬隊友與敵對隊友的行為判斷，

並進行自我行為的調整，因此，一旦判斷錯誤，就可能產生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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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失誤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疏漏 (slips)、以規則為主的失誤

(rule-based mistakes)，以及以知識為主的失誤(knowledge-based mistakes)(Zhao 

& Olivera, 2006)。「疏漏」是指不按計畫進行的行動，即使意圖是為了達成目

標。疏漏往往是因為內部或外部的干擾而導致任務執行的中斷。例如超市收銀

員無意中掃描兩次貨品，或是輸入錯誤的產品代碼，造成庫存或是收費的失

誤，這種情況下，個體知道如何執行任務但卻執行錯誤。「規則為主的失誤」是

指熟知規則與程序卻又觸犯了規則。像是在棒球比賽中，已踏上投手板之投手，

假裝傳球給一壘而未將球傳出的投手犯規。「知識為主的失誤」是指人們無法正

確分析問題或是辨識問題的核心，不完整的心智模型或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可能

導致知識為主的失誤。例如餐廳外場服務人員告知對花生過敏的顧客哪些菜色

不含花生(過敏源)，但卻忽略餐飲製程中可能使用包含花生的油品或佐料。本研

究以棒球團隊為對象探討的團隊失誤傾向於「疏漏」這類型的失誤，也就是在

比賽中進行守備時成員的共同目標是避免失分，但往往因為暴投、漏接等失誤，

提高了失分或輸掉比賽的可能性。 

儘管實際上在棒球運動中，失誤可能來自比賽中個別球員的失誤。但要判

斷失誤是屬於個體的失誤還是共享的失誤其實很困難。嚴格來說，只有當團隊

成員是與他人在孤立的狀態下工作時才會發生個體的失誤，而當至少有兩個人

在同一個任務上進行協調和互動時就會發生團隊失誤。由於個人失誤也可能導

致團隊運動的集體失敗，因此本研究中，我們將棒球運動中發生的所有守備失

誤都視為團隊層次的失誤。本研究試著檢視，即便是團隊中由個人所造成的疏

漏，是否也會受到與團隊協調相關的因素所影響。 

二、團隊協調的研究背景與團隊知識基礎觀點 

由上述可知，團隊失誤可視為團隊協調不佳。協調指的是整合一組相互依

賴的任務或行動以達成目標(Malone & Crowston, 1990; Okhuysen & Bechky, 

2009)。團隊協調則是指整合與調整彼此相互依賴的成員們的行為、知識和目

的，以期實現共同的目標(Rico et al., 2008)。協調是提高團隊(或組織)效率的關

鍵過程，確保團隊的整體運作，當一個團隊達到高度協調時，所有成員的工作

都會為結果做出貢獻，但是當協調性很差時，過程中的損失就會對結果產生負

向的影響。 

為了瞭解組織內部的集體工作如何有效完成，確保在正確的時間在正確的

位置產生正確的結果，傳統的組織協調研究強調「設計」正確的管理系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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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具協調性的活動，包括透過工作設計和組織設計來定義組織成員的角色、

任務、規則，以及組織結構，以實現組織的協調運作，如正式化、部門化、集

權化、指揮命令鏈等組織設計元素(Fayol, 1949)。由於設計的概念是在給定的環

境特徵下進行結構優化，這在以製造和生產工作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特別有用，

因為工作的產品是可見的且可衡量的，工作任務的進度及其完成的情況可被直

接監視。相反的，隨著環境快速變動、組織疆界模糊、工作相依的不確定性等

複雜因素，使得強調生產與正式化結構的組織，無法應付許多臨時性的問題，

因此晚近的協調研究轉而關注協調本身，它們假定組織中的成員必須協調他們

的工作，與組織設計無關(Okhuysen & Bechky, 2009)，研究的焦點包括組織的溝

通、合作、知識共享，以及互動等(Smith et al., 1995; Bechky, 2006; Faraj & Xiao, 

2006)。 

失誤關乎的是團隊的可預測性，而這也是團隊之所以需要協調的重要條

件。為了提高可預測性，團隊可透過外顯(explicit)和內隱(implicit)的機制進行協

調(Malone & Crowston, 1990; Rico et al., 2008)。在外顯協調中，計劃和溝通是團

隊協調的基本機制，如慣例、會議、排程、以及成員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口頭或

書面的資訊交換，藉以管理多重的相互依賴性，整合團隊成員各自的貢獻，使

團隊依照既定的時程往目標前進。而內隱協調則是指團隊成員能夠預期彼此的

行動、需求與任務需要，動態的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促進任務的完成，成員間無

須事先溝通與任務分配(Rico et al., 2008)。Rico et al. (2008)表示，團隊內隱協調

的過程具有以下行為特徵：(1)成員在沒有事先請求的情況下提供與任務相關的

資訊、知識或回饋給其他團隊成員；(2)主動分擔工作量或幫助同事；(3)監控活

動進度和隊友的表現；(4)使行為適應他人所期望的行為。這些特徵與本研究關

注的運動團隊在比賽過程中的協調非常相符。 

根據團隊知識基礎觀點，有效的團隊協調與團隊成員共享的團隊心智模式

相關。團隊心智模式指的是團隊成員共同擁有的知識結構，包括與團隊工作相

關的技術；完成任務相關的流程、策略，以及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故；團隊成員

的角色、職責、溝通管道，以及角色之間的互賴關係；以及隊友的知識、技能、

能力和習慣等(Cooke et al., 2000; Mathieu et al., 2000)。由於共享的心智模式使

團隊成員能對團隊作業形成正確的解釋和預期，從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團

隊任務和團隊成員的需求，是團隊有效協調的關鍵(Cannon-Bowers et al., 1993; 

Mohammed & Dumville, 2001; Lim & Klein, 2006; Fisher et al., 2012)。 



減少失誤能贏球？團隊熟悉性對團隊失誤之影響 

~650~ 

若將上述概念對映至運動團隊的脈絡，則一般發生在比賽場外的平常訓練

計劃、人員調度，以及口頭或書面的溝通等，屬於外顯協調。而比賽過程中，

因場上情況變化快速，成員間能直接溝通的時間有限，多半只能靠個別成員反

射性地預測其他成員的行動來調整自己的行動以產生團隊一致的行動，此時便

需依靠內隱協調來實現團隊目標(Eccles & Tenebaum, 2004; Fisher et al., 2012)，

而協調的基礎即共享的團隊心智模式，這主要來自團隊在練習與訓練時所建立

的彼此熟悉的肢體動作(例如手勢)與簡短口語訊號，使成員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定

義協作框架，理解任務的優先性，以因應與預測後續的行動(Cannon-Bowers et al., 

1993; Bourbousson et al., 2010)。 

三、團隊熟悉性與團隊失誤 

有關團隊心智模式的建立，Cooke et al. (2000: 157)表示，心智模式會隨著

經驗和知識的獲得而發展，因而使團隊熟悉性成為必不可少的核心概念(Cooke 

et al., 2000; Rico et al., 2008; Fisher et al., 2012)。團隊熟悉性指的是團隊成員累

積的共通經驗和共享知識，包括成員間對他人的理解，對團隊而言，當團隊成

員彼此熟悉時，他們所面對的協調複雜性會降低(Espinosa et al., 2007)。因此，

團隊熟悉性是掌握團隊內隱協調或非正式協調機制的重要決定因素，因為它可

以增強信任、有助於形成準確的團隊心智模式(Reagans et al., 2005; Lim & Klein, 

2006; Espinosa et al., 2007)。此外，團隊的可預測性也可由團隊熟悉性所建立

(Okhuysen & Bechky, 2009)，因為團隊成員可以利用其他人的知識來組織他們的

任務，並使用隊員的偏好來指導任務的執行。Gruenfeld et al. (1996)的研究便顯

示，團隊成員間的熟悉性可促進團隊成員較願意表達與調節衝突性的觀點，並

主動彙整與團隊績效攸關的資訊。因此，團隊成員間熟悉程度高，可增加團隊

資訊的流動與處理，使彼此對於團隊目標有更佳的理解(Littlepage et al., 1997; 

Maynard et al., 2019)。相反的，當成員間互不熟悉時，可能無法理解彼此掌握的

知識或無法精準預測對方的行動，進而產生協調不佳與協調障礙(Mohammed & 

Dumville, 2001; Sieweke & Zhao, 2015)。以棒球運動為例，團隊熟悉性不足的球

隊，在比賽中球員便可能無法有適當的站位與補位的立即反應，或是投球與接

球的準備動作，從而產生漏接等失誤與失分。 

團隊熟悉性之所以能影響團隊內隱協調或非正式協調機制，是因為它與團

隊成員間反覆互動的過程密切相關。在以團隊心智模式作為指導團隊運作框架

時，很明顯地必須將時間因素考慮進來(Harrison et al., 2003; Balkundi &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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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Shamir, 2011)。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團隊熟悉性來解釋團隊隱性協調需要

時間才能發展的事實。與過往研究不同的是，先前有關團隊熟悉性的探討，主

要著重在成員的共事經驗和先前有類似任務的經驗 (Harrison et al., 2003; 

Espinosa et al., 2007)，忽略了團隊運作過程中領導者在扮演建立團隊心智模式

的重要角色，以及團隊成員的異動對團隊知識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由團

隊組成的角度擴展團隊熟悉性的內涵，分別是團隊領導經驗(team leadership 

experience)、團隊成員共享的團隊經驗(shared team experience)，以及團隊成員

的穩定性(team stability)。我們認為這三者是形成團隊心智模式準確性的基礎，

我們以職業運動團隊的失誤為背景發展相關假設並進行實證。 

(一) 團隊領導經驗與團隊失誤 

對於高度任務相依的團隊，團隊領導者通常位居團隊協調架構的核心，負

責整合成員並與他們充分溝通，以建立共享的團隊心智與知識，這些共享的心

智能讓成員可組織與調節自己的行為(Zaccaro et al., 2001; Edmondson, 2003; 

Balkundi & Harrison, 2006)。領導者需要識別什麼樣的團隊成員們的貢獻最有可

能導致任務的成功，並負責有效地組合和整合團隊成員，為團隊成員提供訓練、

指導和機會，以使團隊成員學習有效團隊工作所需的角色和任務。發展團隊成

功所必要的互動模式。最後，團隊領導者需要促進這些互動模式的機制的發展。

一旦建立了這些機制，這些機制會受到團隊成員的互動所強化(Zaccaro et al., 

2001; Hawkins & Tolzin, 2002; Zheng et al., 2019)。 

以運動團隊來說，總教練負責定義團隊的願景、戰術及流程，透過制定規

則與公開會議，指導成員協調相互依賴的工作，並且負責監督團隊運作，如果

團隊經常發生失誤或績效下降，總教練會適時介入團隊並引進與建立新規則

(Hawkins & Tolzin, 2002; Sieweke & Zhao, 2015)。因此，執教時間愈長的團隊熟

悉性愈高，在緊急情況下，成員對於領導者的指令也就更具有高度的釋義能力

(sense-making ability)。尤其，在高度動態的比賽過程中，需要球員隨時理解與

執行總教練的指揮調度，若是缺乏平時互動所建立的共享心智，球員很容易對

於總教練的領導產生誤解並造成失誤。 

Sieweke & Zhao (2015)表示，團隊領導者的年資所累積的知識、技能及能

力，有助於領導者在運動場上適時的整合、調度、替換任務相依的球員，可協

助與改善球員間的協調。此外，實證結果也顯示，領導者先前的經驗對於績效

有顯著的影響。例如，Eitzen & Yetman (1972)針對美國大學籃球隊 193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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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研究發現，總教練任期的長短與團隊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而在棒球運

動中，總教練的職責包括，安排出賽球員的陣容和順序、確定比賽中的戰術、

提供訓練和指導，以及領導等。因此，本研究中，我們將總教練執教焦點團隊

的時間長度(coaching tenure with the same team)視為團隊熟悉性的形成因素之

一。我們認為，隨著總教練執教時間愈長，各成員對於總教練的指令，具有更

明確、更快速的理解能力，以便在比賽過程中隨時調整自己的行為，使得團隊

運作順暢，降低失誤。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總教練對焦點球隊的團隊領導經驗愈長，團隊發生失誤的機率愈低。 

(二) 共享的團隊經驗與團隊失誤 

有關團隊心智模式的建立，廣泛的社會關係、社會化過程、相互學習和反

覆練習，會隨著時間增加團隊成員心智模式的趨同性和準確性(Rico et al., 

2008)。當團隊成員的心智模式達到一定程度的概念發展時，能有效影響團隊的

運作，而建立準確、特定的團隊知識需要團隊活動的經驗(Mathieu et al., 2000; 

Mohammed & Dumville, 2001; Lim & Klein, 2006)。既有的研究表明，團隊成員

相處時間愈長，團隊成員不僅對於任務精熟，也對自我在團隊中的角色，以及

對其他成員更加熟悉(Harrison et al., 2003; Huckman et al., 2009)，這表示，團隊

成員熟悉其他成員擁有什麼樣的知識、技能，或經驗，在進行相關決策時，懂

得應向誰尋求或共享資訊，以達成協調的目的(Reagans et al., 2005; Ashworth & 

Carley, 2006)。 

在各種團隊運動中，例如籃球、棒球或足球等，由於團隊成員間的行動是

高度相依的，成員相處時間愈久，愈可能產生共享的資訊處理觀點，也就是對

於環境(例如比賽過程與成員互動)產生預測力，並且可事先預想各種意外的情境

(Faraj & Xiao, 2006)。雖然在高速變動的環境與有限的反應時間下，會增加成員

間協調的困難度，不過，隨著成員間相處時間的增加，累積大量比賽過程中面

臨的各種複雜知識與專業技能，可降低協調上的失誤。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設： 

假設 2：團隊成員共享的團隊經驗愈多，團隊發生失誤的機率愈低。 

(三) 團隊組成的穩定性與團隊失誤 

當團隊所面臨的任務涉及的常規性程度愈低，則團隊的內隱協調愈顯得重

要。不確定性與非例行性的環境變化，往往造成團隊協調的挑戰，提高團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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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溝通的需求，以協調團隊成員的行動(Edmondson, 2003)。因此，面對高度動

態的環境，由團隊組成的穩定性所形成的團隊熟悉性有助於緩衝不確定性的影

響。 

此外，團隊的專屬知識是儲存於集體心智中，是透過相互的體驗與表達所

獲得的。在團隊面臨變動環境與複雜任務時，會透過無意識地同步行動表現出

來。儘管這些知識或共享心智可用一些具體的書面呈現，但有許多隱性知識難

以文字化的方式來協助知識的傳播，這種知識的運用取決於當下的環境，更要

依靠成員的穩定性以避免知識的流失(Berman et al., 2002)。這些累積的知識，例

如慣例、共同的語言，以及群體內的信任(Montanari et al., 2008)，有助於團隊成

員間的有效協調，若是因成員的變動而失去這些共享的知識，則可能對成員間

的協調產生負向的影響。 

實證上，Akgün & Lynn (2002)針對新產品開發團隊的研究指出，新產品開

發過程複雜，過程中參與的成員背景各不相同，每個成員皆能提出有關新產品

開發的獨特知識，一旦新產品開發流程啟動，若過程中團隊成員產生變動，可

能導致原先累積的資訊與知識流失，也就是失去組織記憶的一部分，阻礙開發

進度與上市時間，這種偏離即可視為失誤，間接影響產品的功能甚至團隊績效。

此外，Berman et al. (2002)檢視 1980 年至 1994 年 NBA 所有球隊的記錄發現，

一支球隊的球員組成越穩定，球隊獲勝的機率越高。Berman et al. (2002)表示，

穩定的成員組成很重要，因為它提供成員學習如何理解和預測彼此行動的機會。

成員也能夠學習到有關特定的團隊組成如何運作的獨特方式。可見，團隊的穩

定性直接影響團隊的知識累積與學習，以及後續的協調成效。 

另一方面，成員的穩定性低，代表新成員需要適應不同的既有成員，還有

不同的環境、設備與運作方式，且既有成員也需要適應新成員，這代表成員間

彼此不熟悉。既有研究指出，高流動率與組織意外呈正相關(如，Bell & Grushecky, 

2006; Burt et al., 2009)，與工作安全呈負相關(如，Burt et al., 2009)。因此，以需

要快速反應的運動團隊來說，高流動率或是低穩定性將使得成員間的練習與互

動不足，無法累積足量的共享知識，對於彼此的行動無法產生正確預期與適當

的回應，因而常常處於協調不佳的情況，容易產生失誤。據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設： 

假設 3：團隊組成的穩定性愈高，團隊發生失誤的機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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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失誤與團隊績效 

團隊失誤長期以來是組織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然而相關研究多半將失誤

視為重要的結果變項，聚焦於探討失誤的前因，如團隊特徵、團隊氣候，以及

團隊干預(Bell & Kozlowski, 2011; Chang & Mark, 2011; Sieweke & Zhao, 

2015)，或是探討團隊設計或團隊構型如何降低失誤的發生(Miron-Spector et al., 

2011)。但失誤有時僅是組織運作過程中的一個面向，並非團隊追求的最終績

效。以運動團隊來說，失誤便只是比賽過程的一部分，並非團隊所追求的獲勝。

關於團隊協調，許多研究已指出，當工作群體任務較少依賴於結構的安排，而

是成員間知識或技能的整合時，團隊協調對於集體績效有正向影響(如，Faraj & 

Xiao, 2006; Gittell, 2002)。然而甚少研究檢視團隊(協調)失誤與團隊績效之間

的關係。我們認為，若一團隊經常發生失誤，便意味著該團隊偏離原有目標將

對團隊績效有負向的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團隊失誤發生的機率愈高，團隊績效愈差。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球團為樣本來驗證上述假設，資料來源為

中職官方網站的歷年例行賽紀錄。中職是目前台灣歷史最悠久，也是唯一的職

業棒球聯盟。聯盟成立於 1989 年，其首場比賽於 1990 年 3 月 17 日舉行，目前

擁有四支球隊，歷史上最多曾有七支球隊參與季賽。每個賽季從 3 月到 10 月，

平均每場比賽約有 6,000 名現場觀眾。職業運動資料的兩項特性使其特別適合

檢驗我們的假設。首先，因為運動團隊的運作屬於一種極端情境，在模糊不清

的狀況下(例如績效與失誤的歸屬)，某些變數可以獲得立即的明確資訊，因為根

據運動賽事規則，有關「失誤」與「績效」都有清楚的定義與客觀數據，並不

會因不同團隊及不同時點而有差異，確保了資料的可靠性(Wolfe et al., 2005)。

其次，運動團隊不僅任務相依需要高度依靠協調而使團隊運作，且團隊成員人

數有所限制，因此非常適合做為研究樣本(如，Bourbousson et al., 2010; Sieweke 

& Zhao, 2015; Grijalva et al., 2020)。 

由於對職業運動球隊而言，一整季例行賽事的球隊勝率較單場比賽的輸贏

更為重要，因此本研究以球隊-年為分析單位，資料涵蓋範圍為 1990-2019 年(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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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元年至職棒 30 年)的歷年各隊的例行賽表現。在這期間，各球季之聯盟球隊

數最少為四隊，最多為七隊(1997 年)，總計共有 147 個球隊-年觀察值，此即本

研究之樣本數。每年中華職棒舉行的例行賽場次，視出賽球隊數和該年的賽事

規劃而定，最少為 180 場，最多為 336 場，總計本研究分析期間共舉行了 7,588

場例行賽(參見附錄表 A1、中華職棒聯盟歷年球隊數和例行賽場次數)。 

關於團隊組成的變數衡量，因本研究探討的是團隊失誤，關注的是場上球

員在守備上發生失誤的情形，因此我們以各隊的野手組成來定義團隊的組成，

各團隊的成員即各年度各球團的參賽野手。由於賽季期間選手更替的情形普遍，

部分球員可能因運動傷害、戰績表現不佳，或是測試新人表現等，造成賽事期

間的人員更替，但固定出賽的核心成員一般不會有太大的變異。因此，我們根

據各球季各隊球員出賽率最高的前 11 位球員來定義團隊的規模和組成。因為根

據棒球比賽的規則，進行防守的球隊同時會有 9 位球員在場上，其中 1 位是投

手，其餘 8 位是野手，考量球季中和比賽過程中的球員調度，我們以出賽率最

高的前 11 位野手做為團隊的核心組成，如此也便於計算歷年團隊核心成員的異

動情形。 

二、變數衡量 

(一) 依變數 

本研究主要有二個依變數，假設 1 至假設 3 在探討團隊失誤的前因，我們以

該球隊平均每場比賽發生失誤的次數衡量團隊失誤，衡量方式為：該季球隊在例

行賽的總失誤數／總出場次。根據 2019 年版《中華民國棒球規則》9.12 失誤 

Errors 之規定，野手記錄失誤的情形有下：野手之失誤(misplay)，造成應出局之

擊球員繼續打擊，或應出局之跑壘員未出局，或使跑壘員獲進 1 個壘或數壘；野

手未接住易接之界外飛球，使擊球員能繼續打擊時，不論之後擊球員是否上一壘

或出局；野手接獲滾地球或傳球後，應能及時使擊球跑壘員出局，卻未能觸球於

一壘或擊球跑壘員；野手接獲滾地球或傳球後，應能及時封殺任何跑壘員出局，

卻未能觸球於壘或跑壘員；任何野手之暴傳致使跑壘員安全佔壘；野手未能擋住

或未能試圖擋住一個適時之傳球，致使跑壘員進壘者等。由以上描述可知，失誤

是一種「應能」如何表現，而實際上「卻未能」如何表現，並使團隊陷入受到威

脅或危害的狀態，此與團隊失誤的概念型定義相符。假設 4 則旨在探討團隊失誤

與團隊績效的關係，我們以該季球隊的勝率衡量團隊績效，衡量方式為：球季總

勝場數／該季例行賽總出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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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數 

團隊領導經驗：我們以總教練連續執教的場次衡量，例如，若該季球隊有

100 場例行賽，期間未有總教練異動的情形，則執教時間為 100 場。若連續二季

都由同一位總教練執教，則執教時間為 200場。若該球季發生總教練異動的情形，

我們便以各個總教練連續執教的場次的平均值衡量。例如，前任總教練帶領前季

的 100 場和本季的前 50 場例行賽，本季的另 50 場例行賽由接替的總教練執教，

則該球隊的總教練執教時間為 100 場((150 場+50 場)／2)。 

共享的團隊經驗：我們使用 Carroll & Harrison (1998) 的共同的歷史經驗衡

量。此衡量方式是以團隊成員間的任期重疊的長度來做為他們內部關係動態的代

理變數，算式如下： 

共享的團隊經驗 = ∑ ݉݅݊൫ݑ௜, ௝൯௜ஷ௝ݑ ൘ܰ  

此衡量方式是將所有可能的團隊成員在任期上的成對重疊進行平均，其中 N

是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s)的總數，由於我們定義團隊的規模是 11 位，所

以各隊成員間共有 N=110 組成對關係(即 11*(11-1))，ui是成員 i 的任期，指該球

員加入焦點球隊的年數。Min (ui, uj)表示成員 i 和 j 的任期重疊的長度，即成員在

焦點球隊共同服務的時間。 

團隊組成的穩定性：我們根據前述定義的團隊成員，計算該球季該隊團隊成

員密集出賽的程度。我們利用 Herfindahl Index 計算，Herfindahl Index 是一項集

中度測量的指標，因此，集中度越高表示該季該球隊出賽組成的穩定性越高。算

式如下： 

團隊組成的穩定性 =෍൮ܣ௜ ∑ ௜௡௜ୀଵ൘ܣ ൲ଶ௡
௜ୀଵ ∗ 100 

我們計算各季各團隊中每位個別球員的出賽場次ܣ௜占所有團隊球員出賽場

次總和∑ ௜௡௜ୀଵܣ 的比例，取平方後加總。數值越高代表該球隊更集中於固定的球

員出賽。 

(三) 控制變數 

本研究採用的控制變數包括總教練年齡、成員平均出賽率、平均每場對手

打席數、平均每場對手失誤數，以及季中更換總教練。由於分析的樣本數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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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球隊-年，因樣本數少，不宜有太多的控制變數，僅進行必要的控制。首先，

總教練年齡代表總教練的經驗，經驗越豐富的總教練越能有效協調團隊的運

作，減少失誤發生的機率。由於我們無法追蹤每位總教練的帶隊經驗或棒球運

動的年資，因此，我們以總教練的年齡進行控制。其次，本研究關注的是團隊

的核心組成，但因為整季的比賽中，每位球員出賽的頻率並不一致，並非每位

團隊的核心成員都會出席每場例行賽，因此，我們以團隊成員平均出賽率控制

球隊的運作特性。第三，依照比賽規則每場比賽共有 9 局，每局有 3 個出局數，

整場比賽在沒人上壘的情況下，防守的球隊會遭遇 27 個打席。因此，防守的球

隊遭遇的打席數越多，發生失誤的機率也越高，我們控制了平均每場對手打席

數，衡量的方式為加總當季每場例行賽遭遇的打席數再除以例行賽的出賽數。

第四，在比賽的過程中，對手的失誤亦可能提高焦點球隊獲勝的可能性，因此

我們控制了平均每場對手失誤數，衡量的方式為加總當季每場例行賽中對手發

生的失誤數再除以例行賽的出賽數。最後，由於總教練的更迭會影響團隊的績

效，特別是在球季中更換總教練，因此，我們針對季中更換總教練加以控制，

若季中有更換總教練衡量為 1，若無則為 0。 

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 1 為敘述性統計的結果。由表中可見，因本研究之樣本涵蓋分析期間的

所有比賽，所以球季勝率的平均值為 0.5。各隊每場平均發生失誤的次數為 1.05

次，而進一步檢視 15,176 個球隊-場次紀錄中，有 5,668 個球隊-場次(37.3%)是

沒有失誤，發生 1 次失誤的有 5,277 筆(34.8%)，二次失誤的有 2,736 筆(18.0%)，

換言之，每支球隊每場比賽有 62.7%的機率發生至少一次失誤。本研究的三個

主要自變數，團隊領導經驗平均為 217 場，大約是二個球季。團隊領導經驗和

平均每場失誤數間達顯著負相關(r = -.21, p < 0.05)。共享的團隊經驗的平均值為

1.81(年)，反映了職業運動團隊人員更替頻繁的情形。共享的團隊經驗和平均每

場失誤數間有顯著的負相關(r = -.40, p < 0.05)；團隊組成的穩定性和平均每場失

誤數間有顯著的負相關(r = -.16, p < 0.1)。三個自變數與每場平均發生失誤數間

之關係，基本上與本研究假設 1、假設 2、假設 3 的預期方向相符。此外，成員

平均出賽率為 77%，表示各隊界定的 11 位團隊成員出賽的頻率很高，代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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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出賽率最高的 11 位球員來定義團隊組成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本研究利用

VIF 值檢視變數間共線性程度，結果顯示 VIF 最大值為 1.30，表示本研究的估

計模型受到潛在共線性問題的威脅並不嚴重。 

表 1：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變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球季勝率 0.50 0.08          

2.平均每場失誤數 1.05 0.18 -.26**         

3.團隊領導經驗(/100) 2.17 1.66 .17* -.21**        

4.共享的團隊經驗 1.81 1.01 .26** -.40** .28**       

5.團隊組成的穩定性 9.37 0.36 .03 -.16* -.04 .05      

6.總教練年齡 47.21 8.12 .06 -.17* .13 .12 -.10     

7.成員平均出賽率 0.77 0.06 .21* .16 -.16 -.11 .06 -.14    

8.平均每場對手打席數 38.55 1.16 -.39** -.10 .20* .18* .21* -.02 -.22**  

9.平均每場對手失誤數 1.20 0.20 .20* .37** .15 -.25** -.11 -.13 .32** -.38**  

10.季中更換總教練 0.16 0.36 -.32** .03 -.28** -.08 -.13 -.04 -.14 .17* .14 

**p < 0.05, *p < 0.1; n=1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假設檢驗 

表 2 為迴歸分析結果。由於本研究的資料型態為非平衡的長期追蹤資料

(panel data)，因每年出賽隊伍數少，而分析時間長度長，因此適合以固定效果

模型進行分析，即不同的團隊有不同特定的截距項(常數)，以表示團隊間的差

異，使得不同團隊呈現不同的個別效果(Gujarati, 2009; Sieweke & Zhao, 2015)，

而為了降低異質變異性 (heteroscedasticity)的影響，本研究採用穩健標準誤

(robust standard error)進行估計(Gujarati, 2009)。Model 1 至 Model 5 為針對平均

每場失誤數的分析結果；Model 6 至 Model 8 為針對球季勝率的分析結果。Model 

1 為僅放入控制變數的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Model 2 至 Model 4 則分別為

各個自變數的單獨效果的模型，Model 5 則為加入所有自變數的完整模型。由表

2 可見，團隊領導經驗對於平均每場失誤數的影響，在 Model 2 的單獨效果中

達 p < 0.05 的顯著水準(β = -0.014, p < 0.05)，但在 Model 5 的完整模型中僅達 p 

< 0.1 的顯著水準(β = -0.009, p < 0.1)，儘管 VIF 值顯示潛在共線性問題的威脅



中山管理評論 
 

~659~ 

並不嚴重，但團隊領導經驗與平均每場失誤數之間的關係仍可能受到模型中其

他變數的效果所影響而下降，因此假設 1 獲得部分支持。而共享的團隊經驗對

於平均每場失誤數有負向顯著的影響(Model 3: β = -0.040, p < 0.05; Model 5: β = 

-0.038, p < 0.05)，表示團隊成員間的共事時間愈長，則該球季的平均每場失誤

數愈低，研究結果支持假設 2。而團隊組成的穩定性對於平均每場失誤數有負

向顯著的影響(Model 4: β = -0.069, p < 0.05; Model 5: β = -0.080, p < 0.05)，表示

球季中出賽球員的集中度越高，即團隊核心成員組成的穩定性愈高，則團隊發

生失誤的機率愈低，研究結果支持假設 3。 

表 2：迴歸結果-固定效果模式 

變數 
平均每場失誤數 球季勝率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平均每場失誤數        -0.135** 

        (0.048) 

團隊領導經驗 -0.014** -0.009*  0.004 0.002 

(0.005) (0.004)  (0.003) (0.003) 

共享的團隊經驗 -0.040** -0.038**  0.025*** 0.019*** 

(0.015) (0.014)  (0.005) (0.005) 

團隊組成的穩定性 -0.069** -0.080**  0.027 0.016 

(0.022) (0.025)  (0.018) (0.017) 

總教練年齡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0 0.000 -0.000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0) (0.000) (0.001) 

成員平均出賽率 0.055 0.018 0.052 0.084 0.061 0.171* 0.171 0.180 

 (0.252) (0.262) (0.302) (0.203) (0.242) (0.082) (0.113) (0.099) 

平均對手打席數 0.023 0.026* 0.027* 0.028** 0.034** -0.023*** -0.028*** -0.023*** 

(0.013) (0.014) (0.013) (0.012) (0.011) (0.004) (0.007) (0.006) 

平均對手失誤數 0.345*** 0.347*** 0.292*** 0.331** 0.279** 0.028 0.066** 0.104*** 

 (0.096) (0.095) (0.085) (0.105) (0.094) (0.019) (0.020) (0.020) 

季中更換總教練 0.048 0.029 0.035 0.034 0.007 -0.043* -0.024 -0.023 

(0.032) (0.032) (0.034) (0.033) (0.035) (0.020) (0.015) (0.017) 

常數項 -0.206 -0.255 -0.226 0.286 0.310 1.204*** 1.036*** 1.078*** 

(0.650) (0.664) (0.626) (0.632) (0.590) (0.192) (0.268) (0.300) 

   

觀察值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R-squared 0.197 0.213 0.252 0.218 0.285 0.234 0.339 0.392 

*** p<0.01, ** p<0.05, * p<0.1; 括弧內為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n=1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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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6 至 Model 8 為針對團隊球季勝率的分析結果。Model 6 為僅放入控

制變數的基準模型，Model 7 則是檢視前述自變數對於球季勝率的影響。Model 

8 則是再加入平均每場失誤數，以檢視團隊失誤與團隊績效之間的關係。由結

果我們可發現，平均對手打席數與平均對手失誤數這二個控制變數對於球季勝

率有顯著的影響。由於打席數反映了對方球員上場打擊的機會，面對的打席數

越多，表示對方球員上壘的情形越多，被對方得分的機率也越高，因此，平均

對手打席數與球季勝率有顯著負相關。相反的，當對手發生失誤的情形越多

時，也意味著焦點球隊上壘或進壘的可能性越高，焦點球隊得分的機率也越

高，因此，平均對手失誤數與球季勝率有顯著正相關，與常理相符。研究結果

也顯示，共享的團隊經驗(Model 7: β = 0.025, p < 0.01; Model 8: β = 0.019, p < 

0.01)對於球季勝率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再加上平均每場失誤數之後可發現，

平均每場失誤數與球季勝率有正向顯著的影響(Model 8: β = -0.135, p < 0.05)，研

究結果支持假設 4。 

三、中介效果分析 

由於本研究推論總教練的團隊領導經驗、團隊成員共享的團隊經驗及團隊

組成的穩定性對於團隊失誤有負向影響，而團隊失誤對於團隊績效有負向影響，

因此我們進一步檢驗團隊失誤的中介效果。我們以 Hayes (2012)開發的

PROCESS 語法進行 5000 次 Bootstrap 法檢驗團隊失誤的間接(中介)效果，並於

估計模型中納入前述迴歸分析所使用的所有控制變數，分析結果發現，團隊領

導經驗透過平均每場失誤數對於球季勝率的間接效果顯著，效果值為 0.002 (SE 

= 0.001, 95% CI = [0.000, 0.005])，中介效果佔總效果的比例為 0.230 (SE = 15.66, 

95% CI = [0.033, 0.705])；團隊成員共享經驗透過平均每場失誤數對於球季勝率

的間接效果顯著，效果值為 0.007 (SE = 0.003, 95% CI =[0.003, 0.013])，中介效

果佔總效果的比例為 0.248 (SE = 0.113, 95% CI = [0.094, 0.544])；團隊成員穩定

性透過平均每場失誤數對於球季勝率的間接效果顯著，效果值為 0.012 (SE = 

0.006, 95% CI = [0.001, 0.025])，中介效果佔總效果的比例為 0.734 (SE = 40.27, 

95% CI = [0.112, 74.398])。由上述結果可知，團隊失誤在團隊熟悉性(即總教練

領導經驗、團隊成員共享經驗及團隊成員穩定性)和團隊績效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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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介效果分析 

路徑 係數 標準誤
間接效果 

95%信賴區間 

團隊領導經驗平均每場失誤數球季勝率 0.002 0.001 0.000, 0.005 

共享的團隊經驗平均每場失誤數球季勝率 0.007 0.003 0.003, 0.013 

團隊組成的穩定性平均每場失誤數球季勝率 0.012 0.006 0.001, 0.0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討論 

一、研究貢獻 

直覺上人們一般認為，一次性的失誤是隨機的、難以預測的，正常情況下，

人們不會刻意製造失誤。然而，當我們把觀察的視角放大，以團隊在一段時間

的整體表現來看，失誤發生的機率會受到系統性的因素所影響。本研究聚焦於

探討團隊層次的失誤，針對中職團隊 30 年例行賽資料所進行的實證發現，與團

隊熟悉性相關的因素會影響團隊失誤的機率，並也影響團隊績效。此外，團隊

失誤會負向影響團隊績效。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下： 

第一，本研究揭示了團隊熟悉性與團隊協調之間的關係。過往有許多研究

檢視團隊熟悉性與團隊績效之間的關係，它們假定，團隊熟悉性之所以可能產

生較佳的績效表現，是因為當團隊任務需要成員的聯合行動與共享隱性的知識

時，熟悉性可以提高群體採取協調行動的能力(Reagans et al., 2005; Espinosa et 

al., 2007; Huckman et al., 2009; Dalal et al., 2017)。本研究以團隊熟悉性的三種可

能面向檢視團隊熟悉性與團隊協調的直接關係，實證結果基本支持有關團隊協

調的團隊知識基礎觀點(Littlepage et al., 1997; Mohammed & Dumville, 2001; 

Rico et al., 2008)，亦即，當領導者帶領團隊的時間越長、團隊成員間有較長的

共同經驗，以及團隊組成有較高的穩定性，成員間的互動可以建構成功的相互

調整所需的穩定行為模式，提高協調效能。此外，團隊成員間的共同經驗也對

於團隊績效具有直接效果，此與過去驗證團隊熟悉性與績效關係的研究相呼應

(如，Balkundi & Harrison, 2006; Espinosa et al., 2007; Dalal et al., 2017)。 

第二，本研究擴展了團隊層次的組織失誤研究(Sasou & Reason, 1999; 

Goodman et al., 2011; Frese & Keith, 2015)。過去有關團隊失誤的研究多以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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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風險的情境特徵進行調查，如醫療團隊(Faraj & Xiao, 2006; Chang & Mark, 

2011)、機組人員(Weick & Roberts, 1993)，以及軍事團隊(Lim & Klein, 2006)等，

少有針對運動團隊的研究。本研究以職業運動團隊為實證對象。職業運動團隊

雖非臨時性、專案基礎的團隊，但具有許多職場工作團隊的特徵(Wolfe et al., 

2005; Day et al., 2012)，包括，既強調個體表現亦強調成員間的協力合作；團隊

是由擁有不同知識與技能的團隊角色組成；成員間相互依賴以執行特定任務；

個體或團隊有明確的績效-報酬的連結；任務執行的過程面臨劇烈的環境動盪性

／不確定性。因此，實證結果更能一般化到其他職場的工作團隊上。 

第三，本研究不僅回應了 Sieweke & Zhao (2015)的呼籲，探討團隊失誤的

可能前因，並進一步表明團隊失誤會傷害團隊最終績效。過去有關團隊績效的

研究，多半著眼於對績效有正向影響的因素，例如，團隊的熟悉性(Espinosa et al., 

2007; Huckman et al., 2009)、團隊心智模式(Mohammed & Dumville, 2001)、團隊

協調(Faraj & Xiao, 2006; Blickensderfer et al., 2010)等，少有研究關注負向的影響

因素。尤其，失誤的發生經常被視為是非刻意的操作或難以控制的，因此不容

易評估失誤與績效的關聯。本研究提供了團隊失誤負向影響團隊績效的實證基

礎。 

二、實務意涵 

在職業運動團隊中，無論是個體層次或團隊層次都高度強調績效導向。個

體若有一段時期的表現不佳，便會減少出賽的機會，甚至被其他人所取代。因

此，相較於一般工作群體，職業運動團隊的人員流動性高。然而，由於團隊運

動的比賽過程高度動盪與高不確定性，互賴團隊的心智模式的準確性／統一性

便成了團隊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Berman et al., 2002; Lim & Klein, 2006)。本研

究結果顯示，成員共享的團隊經驗與團隊組成的穩定性，能減少團隊協調失誤

的發生。因此就球團管理者而言，不僅需重視個別團隊成員的表現，同時也要

重視團隊成員非正式的社會互動。藉由讓整個團隊建立個人連結，強化彼此的

關係，可促進較高程度的信任、資訊共享、與個體進行資訊交換的意願(Espinosa 

et al., 2007; Blickensderfer et al., 2010)，以提升團隊的效能。特別是新加入球隊

的選手，初期可能出賽機會較少，總教練應協助新成員盡快熟悉環境與其他成

員，以使其盡快適應球隊的整體運作，這有助於減少團隊失誤發生的機率(Zhao 

& Olivera, 2006)。其次，團隊領導者需能根據情況辨識最有效的團隊組合，並

維持團隊的穩定性，以確保延續團隊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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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有幾項限制值得關注和討論。首先是樣本數的限制，本研究的資料

來自中華職棒大聯盟的例行賽場次資料。由於台灣是自 1990 年開始發展職業棒

球運動，相較於美國和日本的職業棒球，發展歷史較短，且因市場規模的限制，

中華職棒大聯盟的球隊數量也相對較少，歷年總球隊數為四隊至七隊，以上兩

種情況都有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信度。未來研究可針對歷史較長的職業運動聯

盟進行調查。 

其次，本研究是根據球隊的例行賽失誤紀錄衡量團隊失誤。但我們並無法

進一步辨識，失誤的發生是否受到個體生理情況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

素亦可能影響團隊成員在執行任務時的集中度和注意力而導致失誤，但在非實

驗室的實證背景裡，我們很難排除這類因素的影響。但我們也認為，這類因素

不太可能造成系統性的偏誤。 

第三，本研究雖是研究中華職棒大聯盟的團隊，但因投手出賽的頻率不若

一般野手高，因此並沒有將投手列入為團隊成員之中。然而，投手人數在各隊

登錄的球員名單也占了四分之一左右，團隊的內隱協調也可能因投手與其他野

手的關係而產生影響，況且在守備上，也可能因為投手自身的守備而影響其他

野手，進而造成失誤的發生。後續研究上，可以思考如何將投手的影響也納入

分析，以更全面地分析團隊的運作。 

最後，一個可能的限制是我們研究結果的一般化。雖然有大量的研究已經

在管理和組織研究中使用了運動資料(Berman et al., 2002; Wolfe et al., 2005; Day 

et al., 2012; Grijalva et al., 2020)，但運動團隊的調查結果是否可以概化到非運動

組織的問題仍然存在。職業運動團隊的特性較相似於高任務導向的團隊，成員

具有較高的經驗同質性、較高的角色異質性。團隊失誤經常係因為不良的溝通、

誤解，或錯誤的詮釋(Weick & Roberts, 1993; Bell & Kozlowski, 2011)，研究結果

或可一般化到如企業中的業務團隊、醫院的醫療團隊，或是軍事團隊。但我們

仍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背景的團隊進行比較和探討。 

陸、結論 

本研究的發現指出，當團隊任務需整合團隊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的投入，且

任務執行的過程經常需對臨時性的突發狀況進行應變，則團隊熟悉性可減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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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失誤的發生，而團隊失誤會對團隊的最終績效產生負向影響。本研究指出，

團隊熟悉性包含成員間共享的團隊工作經驗和團隊組成的穩定性，有助於建立

團隊專屬的準確的團隊心智模型，形成團隊競爭優勢的來源。本研究確認了團

隊熟悉性與團隊失誤之間的關係，同時擴展了對團隊熟悉性的了解。本研究提

出相關實務意涵，也希望能啟發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有關團隊協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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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A1 中華職棒歷年球隊數與例行賽數 

年度 球隊 例行賽
球隊— 

例行賽 
年度 球隊 例行賽

球隊—

例行賽
年度 球隊 例行賽 

球隊— 

例行賽 

1990 4 180 360 2000 4 180 360 2010 4 240 480 

1991 4 180 360 2001 4 180 360 2011 4 240 480 

1992 4 180 360 2002 4 180 360 2012 4 240 480 

1993 6 270 540 2003 6 300 600 2013 4 240 480 

1994 6 270 540 2004 6 300 600 2014 4 240 480 

1995 6 300 600 2005 6 301 602 2015 4 240 480 

1996 6 300 600 2006 6 300 600 2016 4 240 480 

1997 7 336 672 2007 6 300 600 2017 4 240 480 

1998 6 315 630 2008 6 298 596 2018 4 240 480 

1999 6 278 556 2009 4 240 480 2019 4 240 480 

        總計 147 7588 151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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